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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俗”是文化史中的“双生子”或“姊妹花”。一般而言，
雅文化与“士阶层”“精英知识分子”的严肃思考和审美创造有
关，而俗文化则与底层民众的素朴表达和消遣休闲相连。进入
现代社会，在会通古今中外基础上建构现代性的文化背景，沟
通雅俗已然成为大势。在我们看来，赵树理就是能够代表这种
文化演进大趋势的一位“现代作家”。多年来，学术界习惯从地
摊文学、农民文化或为工农兵服务的人民文学、延安文学的角
度谈论赵树理，从而使“俗文化”视域中的“山药蛋派”鼻祖赵
树理广为人知，但却有意无意、或多或少忽略了他“雅”的一面
以及追求雅俗结合的多种努力。

尽管赵树理曾多次明确表示自己不愿攀“文坛”而宁愿下
“文摊”，但他作为“农民出身而又上过学校的人”，在不同历史
时期或被动或主动地学习和接受了中外文化特别是文学文
化，不可避免地植入了多元而驳杂的文化因子，其中儒家雅文
化和“五四”新文化的影迹清晰可辨。

赵树理自幼在祖父的口传身授下学习“四书五经”等儒家
文化经典，之后他还在村私塾接受了儒家文化教育，也在后续
的学习与工作过程中通过研习经典潜移默化地接受了儒家文
化的深切影响，家国意识、价值标准、民本倾向等也都内化为
他的文化素质。其间，少年赵树理还曾通过阅读《西厢记》《聊
斋》等古典文学作品培养了最初的文学兴趣。“五四”运动爆发
后他接触了胡适、蔡元培等人的白话文章，1925年考入了新式
学校——长治山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在长治四师，赵树理

“咀嚼”了更多中国古代文化的瑰宝，从诗经、汉赋、唐诗、宋
词、元曲，直到明清的章回体小说，从屈原、杜甫、白居易、韩
愈、柳宗元、苏轼、辛弃疾、陆游，到关汉卿、王实甫、冯梦龙、罗
贯中、吴承恩、施耐庵等著名文学家的作品，他都比较系统地
学习过，从而在原有基础上积淀了更为厚实的古典文化素养。
更为重要的是，此前耽于“四书五经”和“神仙世界”的赵树理
在“启蒙导师”王春的“棒喝”及荐引下顿开茅塞，文化“接受”
的重心有了位移：开始接受并醉心于“五四”新思潮与新文艺。
他如饥似渴地汲取着康有为、梁启超、严复、林纾、陈独秀、胡
适等人的著作和翻译的营养，废寝忘食地阅读着鲁迅、茅盾、
叶圣陶、郑振铎等人的作品，也阅读了屠格涅夫、易卜生等外
国作家的作品。当年，他是新文艺的爱好者和实践者，即今天
所谓“超级粉丝”，写过新诗、新小说，着实努力学习过“欧化”
的东西。直到延安文艺兴起，走向“人民文学”且被弘扬为“赵
树理方向”的赵树理，仍然坚持这样的文学“原理”，即：在文艺
方面所学习和继承的也还有非中国民间传统而属于世界进步
文学影响的一面，而且使其能够成为职业写作者的条件主要
还得自这一面——由此中国民间文学传统文艺（具有俗文化
特征）与世界进步文学（具有雅文化或洋文化特征）的结合，成
为赵树理文化心理中具有积极建构功能的互补意识。

赵树理的求学经历、文学文化背景等充分表明了他“虽出
身于农村，但毕竟还不是农业生产者而是知识分子”。他承继
了儒家雅文化中的“师道”传统，又经新文化陶洗，扮演着民众

“启蒙导师”的角色。他用民主、科学等现代意识荡涤民众思想
上的封建迷雾，希望“使他们的思想提高一步”。他钟情于乡村
及农民世界的勾勒，并将笔触伸至农民的灵魂深处，理性地审
视封建文化桎梏下民众身上的种种劣根性积淀，具体表现为：

其一，不遗余力地揭示和批判封建迷信思想。抗战时期的
《小二黑结婚》写出了三仙姑和二诸葛式的农民深受封建迷信
思想的毒害。新中国成立后的《求雨》是以破除迷信为主题的
作品。此外在剧作《开渠》中，作者通过李半仙形象的塑造批判
了因迷信风水而阻碍技术革新与生产发展的现象。当现代科
学文明与民间神秘文化遭遇时，赵树理的批判立场是鲜明的，
尽管这种批判具有某种二元对立的思维特征，但较之于近些
年来某些作家大肆渲染民间神秘文化，似乎具有更为明确的
现代性特征。

其二，鞭笞封建家长守旧落后的伦理道德观念。《孟祥英
翻身》中的婆婆狠虐孟祥英并阻碍其进步，《传家宝》中的李成

娘对媳妇“横挑鼻子竖挑眼”，此外还有唆使儿子痛打媳妇的
张木匠之母（《登记》）、虐待儿媳陈菊英的“常有理”（《三里
湾》）、让媳妇照老规矩侍奉自己的“小腿疼”（《锻炼锻炼》）等，
这些婆婆们恪守封建伦理道德统治下婆媳关系的旧规矩，阻
碍媳妇投身时代洪流，是专制落后思想观念的代表，也是作者
批判的对象。这种新时代的“婆媳书写”在赵树理笔下，不仅具
有某种时代转型特征，而且具有革命性的“性政治”意味。

其三，针砭民众思想中狭隘短视、自私自利的小农意识。
《“锻炼锻炼”》中的“小腿疼”和“吃不饱”在集体劳动中偷奸耍
滑，《三里湾》中的马多寿夫妇、马有余夫妇和袁天成的老婆

“能不够”等在开渠、扩社中精心盘算，作品暴露了他们不求进
步、自私自利的可笑面目。此外，一些农民出身的党员、干部，
如《三里湾》中农民出身的老党员、村长范登高，《李有才板话》
中农民出身的武委会主任陈小元，《邪不压正》中长工出身的
农会主任小昌，《表明态度》中贫农出身的党员、干部王永富
等，他们当上干部后，千方百计为自己捞好处，想方设法满足
个人私欲，不思进取，其小农文化心态下的个人主义利己观显
然不能利民利国。尽管集体与个体的冲突始终是历史发展与
历史荒谬的根源，赵树理也难以避免其历史的局限性，但其基
本的启蒙立场仍显示了较强的历史理性。

由此可见，赵树理依然秉持着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学拓
荒者及其追随者假文学以启蒙的神圣梦想。但值得注意的是，
作为民众的启蒙导师，赵树理褪去了鲁迅式的悲愤与孤绝，代
之以更加宽容与亲和的姿态，怀揣“改造大众的迷信落后思
想，使大众都能接受新的宇宙观”的美好希冀，循循善诱地教
导民众。他明确表示自己写小说是为了“劝人”，而他“劝”（劝
诫、劝慰、劝说等）的对象，多为农民及农民出身的基层干部，
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他在作品中描写了农民文化属性
中的劣根性积淀在社会性质发生改变后演化为时代发展的阻
力和破坏力，也描写了“落后人物”在政策法令、民主政治、道
德感召等多重力量的作用下妥协退让，甚或转变，从而创造性
地把“五四”新文化启蒙导向了时代政治，也将对民众的思想、
政治启蒙及教育紧密铆合。刘家峧的两个“神仙”在区长训诫
下行为转变，执行了婚姻自主的法令，改掉了不合时宜的迷信
做派；李成娘在金桂面前无奈认输，放弃家庭领导权；婆婆为
了“眼不见心不烦”，只有跟密切联系党工作员的孟祥英“分
家”；“小腿疼”和“吃不饱”在杨小四虚张声势的威吓下“坦白
得很彻底”；顽固的马多寿“变糊涂为光荣”，在村干部们善意
的“圈套”下“光荣”入社；自私落后的范登高在党员、干部、群
众的集体“纠错”下断了个人发家的念想，支持入社开渠；陈小
元在老杨同志等区干部的批评教育下认了错；王永富在“先进
群体”的帮助下，找支部书记谈思想……这些人民内部的落后
人物在一定程度上的转变，这种貌似“大团圆”的喜剧结局，彰
显了民主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体现了代表先进势
力的正面人物的力量，也内蕴着作者“内心深处严肃冷峻的思
想观念”与艺术外化后“温柔敦厚”的善气和平和之间的艺术
张力。他还潜心探索着俗、雅转化的途径，大“俗”如农民习俗、
农村风俗，经他的妙笔点化和精心的艺术化处理，遂使《李有
才板话》《小二黑结婚》《三里湾》等成为了新文学经典，而能够
被视为经典，无疑已经具有了雅文化的品质。又如，生活中的
百姓土语也是活生生的俗文化，但经过赵树理的锤炼提升，个
性语言与人物塑造高度统一，已经使之成为中国现代白话文
学的精彩部分，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相当广泛的赞誉，由此也
足以证明赵树理具有杰出的文化创造能力，并已臻于雅文化

的境界。
作为文学创作者，赵树理在文学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自己

稳定而独特的文艺观。他反对“为艺术而艺术”，认为搞创作的
目的，是为了叫它能够起点作用，更要求文学艺术在“政治上
起作用”。他忧虑深广，正视农村工作和农民生活的现实，敏锐
地意识到诸多问题，倾向于将文艺作为提出问题、解决现实问
题的重要工具。他在《也算经验》中说：“我在作群众工作的过
程中，遇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了的问题，往往
就变成所要写的主题……在工作中找到的主题，容易产生指
导现实的意义。”因而，从注重文学的社会功利效用等方面而
言，赵树理秉承了中国雅文化中“文以载道”的传统观念，同时
又赋予其新的文化内涵。赵树理文学中所载的“道”已经基本
不是儒家传统的道德观念，而是新的思想、道德和政治理念。
更为重要的是，与传统“文以载道”背后“官本位”的价值取向
不同，赵树理固守着人民意识或“民本”的价值立场。他认为改
变立场和观点尽管比较难，但只要肯把大众利益放在第一位
就能够切实体现出作家的进步性立场。他曾将自己创作的中
心问题归结为严肃的命题：“中国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
会变革中，是否得到真实的利益”，也即“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是
否实际的（而不仅仅是理论上）给中国农民带来好处”。由此，
他的作品充分体现出“对农民切身利益的尊重”，其主题倾向
主要是表现新的意识形态引导下农村生活所出现的变化，尤
其是能够揭发由于农村社会结构自身发展复杂性以及农村政
策执行者对此缺乏了解所造成农民利益受损的隐情。这在以
农立国且不断探求建设“新农村”的中国，可以说意味深长。而
他对以下三类性格不同的农村干部形象的塑造，则集中折射
出他的创作主题和“民本”立场，也载承了他儒法兼济的政治
理念。

一是县农会主席老杨同志（《李有才板话》），村支书王金
生（《三里湾》），村党支部书记元孩、工作团组长、区长（《邪不
压正》），区长（《小二黑结婚》）等好干部。他们懂得党的政策，
作风正派，善于联系群众，工作方法正确，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人物，是群众利益的代言人。作品彰显了这些颇具“清官”之风
的新式好干部的正面力量，同时也对其展露出颂扬之情。

二是村武委会主任陈小元、章工作员（《李有才板话》）、农

会主任小昌（《邪不压正》）、王助理员（《登记》），范登高（《三里
湾》）等差干部。他们或者年轻幼稚，工作作风中犯有主观主
义、官僚主义错误，或者思想滑坡，在“干部”的身份与纯个人

“私欲”里纠缠，其所作所为在一定程度上有损于普通民众的
根本利益，但他们身上的问题主要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作品中
的他们受到了党和群众的批评教育，体现了作者“鼓励人民克
服缺点继续前进”的“劝人”目的。

三是村政委员金旺、村武委会主任兴旺（《小二黑结婚》），
村民事委员阎恒元、村长刘广聚（《李有才板话》）等恶干部。他
们在本质上呈现为趋利性、贪婪性和无理性状态，只要有便宜
可占便会放弃、蔑视一切约束和人伦法度，与旧中国农村的恶
霸无异，但却是新社会一定时期内村政权的实际担当者。对这
类形象的刻画表明作者对村政权构成成分的不纯以及对百姓
利益的侵害备感焦虑。作者对这些“恶霸”结局的处理，不是民
众蜂拥而上的暴力血腥的非理性复仇，而是在上级领导干部
的调查协助下通过“群众大会”之类的公审方式，将其依法严
惩，从而凸显了党和政府政策法令的绝对权威。

赵树理通过对干部形象的塑造，理性审视了农村中的干
群关系问题，从民众的利益出发，热情歌颂了党和政府的好干
部，“讲分寸”地批判了人民内部的差干部，冷静地鞭挞了罪行
昭彰的恶干部，艺术地传达出儒法兼济的政治理念。较之于近
些年来农村小说中人物的复杂和干群关系的紧张，赵树理的
分类描写也许还有点单纯，但由此显示的历史荒诞却更能凸
现赵树理的启示意义。

除文学创作外，赵树理还兼具多门才艺，不仅通晓农民的
艺术，能说书，会唱戏，精通锣鼓笙笛等乐器，而且不失文人的
雅致，喜绘画，能下棋，酷爱书法，熟谙书法之道，承续着中国
博大精雅的书法及其文化传统。墨舞之中见精神，书法文化显
风雅。赵树理的雅，在书法方面尤其可以得到确认。出于爱好，
赵树理颇为注重书法收藏，家中藏书一大部分即是各种字帖
和拓片，也曾将自己收藏的名家书帖，如《争座位帖》《兰亭集
序摹本》等赠予友人，传承文化瑰宝。私塾出身的赵树理从把
笔习字后便勤练不辍，尤爱颜真卿、王羲之的书法，同时兼收
诸家之长，对魏体、行书、隶书等都有相当深厚的功力，其墨迹
手稿大多能够臻于书法艺术之境，具有较高的书法艺术价值。
他早年亲手设计的《山西省立第四师范同学录》，典雅浑厚的
隶书和娟秀工整的小楷显出不俗的书法功力；1940年用毛笔
魏楷缮写的《不当亡国奴》，笔力稳健，线条劲挺，书法已至较
高水平；1963年为河北省永年县西调剧团的行书题词：“从革
命实践中脱胎换骨，在传统基础上推陈出新”，汲取了颜体字
的风骨，气势磅礴，行笔流畅如有神助，书法艺术已至炉火纯
青。其他书法作品（如为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和陵川第一山
林场的题诗等），包括某些题字（题《中国人》副刊名“大家看”，
题《黄河日报》副刊名“山地”，题《武乡小报》报头“武乡小报”
等）及手稿（如用毛笔书写的致徐懋庸信和赠给巴金夫人萧珊
的《石头歌》等），都没有特立孤高的“书法气”，而是在深厚功
力中渗透着宽厚平易的“书卷气”，风格质朴平易，内容上多与
时代现实以及对民众情感态度的表达有关，体现了具有亲和
力和时代性的现代书风，也传递着赵树理那“埋在历史地表”
之下的“雅”的情怀。如今，我们可以从《永久的纪念——赵树
理留影和手迹集》和“赵树理文学馆”展品中领略到赵树理的
书法魅力，见字如面，也可以遥寄我们的思念。

总之，“为师作文”、“化俗为雅”、“泼墨挥毫”的赵树理是
个熠熠生辉的文化“多面体”，在当下这个“重读、新论”盛行的
多元共生的年代里，我们有必要观之以新的视镜，透过他“俗”
的幔纱，窥见其“雅”美动人的新面影。我们这里着意强调的，
恰是赵树理与雅文化的内在关联，包括他接受的传统雅文化
的教育、高素质的文学修养、文心载道的艺术追求以及书写书
法的能力等等，虽与通常仅仅强调赵树理与通俗文化、农民文
化的关联明显不同，但并不意味赵树理的片面及拒斥，而是意
在彰显其“俗雅兼得”的新面影。

“雅文化”视域中的赵树理
□宋颖慧 李继凯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赵树理是比较重视民间
艺术的。赵树理不但非常重视中国民族民间艺
术，而且十分尊重基层民众的接受心理。在这个
基础上，赵树理高度肯定了中国悲剧的大团圆现
象。这是赵树理从中国悲剧实际出发对中国悲剧
有独特的认识和把握。

1958年，赵树理重新认识了中国悲剧的大团
圆现象。在 1958年《人民文学》第 4期上，赵树理
以“从曲艺中吸取养料”为题非常明确地指出：

“任何科学理论都得随时作这样的新的补充，否
则都会变成过了时或不合当地情况的教条。我们
学的一些条条，有些已经不够用。比如按照外国
的公式，悲剧一定要死人，这个规律对中国是否
适用呢？有人说中国人不懂悲剧，我说中国人也
许是不懂悲剧，可是外国人也不懂团圆。假如团
圆是中国的规律的话，为什么外国人不来懂懂团
圆？我们应该懂得悲剧，他们也应该懂得团圆。”

（《赵树理全集》第 4卷，北岳文艺出版社 1990年
版，第 414-415 页）赵树理对中国悲剧的大团圆
现象这种认识可以说和近现代绝大多数中国学
子的认识大相径庭，他把中国悲剧的大团圆现象
上升到了民族艺术规律的高度。而赵树理的这种
认识可以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尊重和
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产物。其实，如果
深入地比较王国维所说的可以列之于世界大悲
剧之列的中国两大悲剧作品关汉卿的《窦娥冤》、
纪君祥的《赵氏孤儿》与西方典范的悲剧作品，就
可以发现中西悲剧的差别并不是很大，甚至在悲
剧结局上基本相同，只是在选择悲剧冲突和悲剧
人物上不同，因而具有很不相同的风貌。关汉卿
的《窦娥冤》和莎士比亚的《汉姆雷特》都有伸冤，
即矛盾的解决，前者是父亲为女儿伸冤，后者是
儿子为父亲报仇。不同的是，当《窦娥冤》中窦娥
的父亲窦天章为女伸冤时，中国悲剧已到尾声。
而《汉姆雷特》的汉姆雷特为父报仇时，西方悲剧
才拉开大幕。这两部悲剧都有鬼魂出现。可以说，
没有窦娥的冤魂、汉姆雷特父亲的冤魂的出现，
他们都将沉冤难白。同样，关汉卿的《窦娥冤》和
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都出现了疫情。而这种
疫情的产生都是因为悲剧人物引起的。但是，中
国悲剧对疫情的追查已是悲剧的结束，西方悲剧
对疫情的追查则是悲剧的开始。当然，这种追查
的结果不同，中国悲剧追查的结果是真相大白之
日，就是悲剧人物平反昭雪之时；西方悲剧追查
的结果则是真相查明之时，就是悲剧人物遭到毁
灭之日。西方悲剧的悲剧人物俄狄浦斯、汉姆雷
特都是这种可怕的下场。这就是说，中国悲剧是
悲在矛盾解决前，西方悲剧是悲在矛盾解决后。
可以说，中国悲剧在即将结束的时候，西方悲剧

正好拉开大幕上演。《窦娥冤》的楚州三年大旱正
是中国悲剧临近尾声，悲剧人物已经谢幕，而解
决这个矛盾和问题的窦天章不是悲剧人物。在西
方悲剧作品《俄狄浦斯》中，悲剧人物既是挑起矛
盾和问题的，也是解决这个矛盾和问题的。忒拜
国发生了瘟疫，国王俄狄浦斯查找原因，解决这
个矛盾。当真相揭开的时候，忒拜国王后自杀，国
王俄狄浦斯刺瞎双眼，自我放逐。无论中国悲剧，
还是西方悲剧，制造悲剧的都受到了应有的惩
罚。不同的是，中国悲剧的这种惩罚是外在的，即
惩罚他人；西方悲剧的这种惩罚是内在的，即自
我惩罚。关汉卿的《窦娥冤》和莎士比亚的《汉姆
雷特》都出现了鬼魂向活着的人诉冤，但冤死的
窦娥是悲剧人物，而为她平反昭雪的是她的父亲
窦天章却不是悲剧人物。与此相反，冤死的汉姆
雷特的父亲却不是悲剧人物，而为父亲伸冤雪恨
的王子汉姆雷特则是悲剧人物。这两部悲剧作品
都是复仇，都成功了，但对悲剧人物和悲剧冲突
的选择不同，因而矛盾的解决就不相同。同样，如
果莎士比亚的悲剧作品《麦克佩斯》的悲剧人物
和中国悲剧《赵氏孤儿》的一样，以邓根、班戈及
其后代为悲剧人物，那么，莎士比亚的悲剧和中
国古典悲剧就没有什么两样了。反过来，如果《赵
氏孤儿》的悲剧人物和《麦克佩斯》的悲剧人物一
样，以屠岸贾为悲剧人物，那么，《赵氏孤儿》和

《麦克佩斯》就具有相同的特征了。《赵氏孤儿》和
《麦克佩斯》在结局上也基本相同，即都出现了后
代复仇并战胜对方的结局。《赵氏孤儿》是以一系
列的自我牺牲的英雄人物为悲剧人物的，而《麦
克佩斯》则是以制造血腥灾难的麦克佩斯为悲剧
人物的。可以说，在《赵氏孤儿》中，制造悲剧的屠
岸贾并不复杂，他的毁灭是大快人心，罪有应得。
因为他不是悲剧人物，所以，即使和《麦克佩斯》
的麦克佩斯有同样的命运，同样的结局，但人们
却没有发现这两大悲剧从根本上是相同的。而

《麦克佩斯》和《赵氏孤儿》之所以在审美特征上
不同，就是因为选择悲剧冲突以至选择悲剧人物
的不同。而中西悲剧的这种不同与不同民族文化
是相联系的。

在对待中国民族艺术遗产上，赵树理既反对
“粗暴”的偏向，也反对“保守”的偏向，而是提倡
采取推陈出新的改革办法。这种彻底“粗暴”的偏
向在“五四”以后文学艺术界流行过，“五四”以后
文学艺术界曾有一度采取过不理办法、消灭办
法、用外国东西取而代之的办法。这些办法也不
能说不是革命的，只是那样做是彻底粗暴的。”赵
树理提出了正确的革命办法，认为“放着在全中
国群众中根深蒂固的现成基础不拿来利用、改
造、补充、提高，却只想把它平灭了再弄一些洋花

洋草来代替它，光从浪费时间上着想也是不合算
的。洋花洋草应该搬——多一种有一种的好处，
不过那并不妨碍我们同时培养土生土长的东
西。”而正确的革命办法就是“应该是用人工缩短
旧剧在自然状态下发展、变化时要占去的年代。
要本着这个精神做，就得照顾到旧剧的特点、发
展的规律、当前的缺点、各剧种的差别等等，否则
仍会粗暴。”（《赵树理全集》第 4 卷，北岳文艺出
版社 1990年版，第 270页）这就是说，“戏（剧种）
无论大小，都有它可以丰富和发展之处，不过都
要从它自己的现有基础出发，顺着它自己发展的
规律去发展”。（《赵树理全集》第 4 卷，北岳文艺
出版社1990年版，第338—339页）既不应该不尊
重它们的基础，也不应该操之过急。所谓尊重基
础，就是先要认识中国传统艺术的长处。

赵树理坚决反对那种认为中国民间戏曲不
是艺术的荒唐论调，特别强调要重视中国的民族
传统优秀作品。赵树理认为：“中国的传统优秀作
品和西洋优秀作品都是优秀作品，各有长处。
有的想把曲艺‘提高’成西洋的东西，把曲艺
提高成‘歌剧’，这是不正确的。”各民族间应
该在艺术上彼此学习。虽然“我们要接受外来
的东西，但不要硬搬。演话剧就要演好话剧，
不是把地方戏曲变成话剧。参考西洋歌剧创作
自己的民族歌剧是可以的，不要把民族东西洋
化了。参考外国小说对写中国小说有很大的帮
助，但各个民族有自己的特点，不要把中国东
西写成外国的，参考外国的写成中国的东西才
是正确的创作道路。两种不同种类的艺术品，
有时候也结合不起来——有些快板加上话剧的
动作就显得不舒服。”（《赵树理全集》 第 4
卷，北岳文艺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313-314
页） 赵树理认为各个民族艺术都有自己的特
点，要求尊重各个民族艺术的特点。在这个基
础上，赵树理肯定了中国传统戏曲的团圆。但
这没有妨碍赵树理看到中国大团圆矛盾的一面
即中国大团圆是精华与糟粕杂陈。一方面，赵
树理指出善恶报应可以大快人心，至少在一定
程度上是正义迟到的回归，“梁山好汉，瓦岗寨
的英雄，所以人人爱听，就是因为他们占山为
王，杀官劫库和当时的统治阶级对抗。三国演
义，是有三个国家错综复杂的斗争的。越是枪
对枪，刀对刀的紧张斗争，观众越迷恋。对尖
锐斗争中的两方面，作者、演员和观众一定倾
向一方面：梁山和瓦岗寨是作者、演员和观众同
情的方面，隋、宋皇朝是被反对的方面。刘备是被
同情的方面，曹操是被反对的方面。经过说书人
这样的宣传，弄得杨广、曹操永世不能翻身。曹操
虽然是冤枉，我们要为他申冤，群众还不是那么

容易通过的。传统曲艺中另一重要题材是忠臣和
奸臣，好人和坏人的斗争。忠臣和好人是作者、演
员和观众所同情的，奸臣和坏人是被反对的方
面。杨家将是忠臣，潘仁美是奸臣，岳飞是忠臣，
秦桧是奸臣，忠臣往往受奸臣的陷害，也正说明
朝廷上的昏君之多。作者、演员和观众是站在忠
臣方面的。忠臣的命运系住了观众的心，观众时
刻为他们担心，可有忠臣老是不得济。观众是痛
恨奸臣的，可是他们老是横行霸道。在曲艺作品
中处理这类的故事往往把希望寄托在清官和义
士身上，所以传统曲艺作品中出现了包拯、寇准
这样的人。有的被冤枉的人，经过了平反，真相大
白，观众为之一快。有的被冤枉的人以至于死了，
曲艺作者一定要写他的后一辈的人，把书续起
来，大报仇，大祭坟。不这样就不能向听众交代。
对于好人坏人的处理也是如此，吕蒙正的老丈
人、方卿的姑母，嫌贫爱富，作者和说书人就一定
要吕蒙正和方卿发迹，回头来对这些势利小人羞
辱一顿，这是群众的要求，群众的义愤，这样处理
才大快人心。”（《赵树理全集》第 4 卷，北岳文艺
出版社1990年版，第458-459页）另一方面，赵树
理也指出了有些大团圆现象的副作用，即有些大
团圆现象不是引导人们改变不合理的现存秩序，
而是诱惑一些人跻身不合理的现存秩序，这实际
上是强化了这种不合理的现存秩序。赵树理指
出：“概念化的戏，例如公子遭难，以后又中了状
元，得以报仇雪恨。对这样的戏，我们在认识上很
不统一。有人认为这是正义事件，鼓励了正义。这
种说法值得考虑，我们必须估计（它）的实际作
用，这种中皇榜、大报私仇的情节和《水浒》中梁
山泊好汉劫富济贫的情节完全是两回事。梁山好
汉是官逼民反，成立了另一组织和统治阶级作

对。但是这些高中皇榜的公子们却是投降于统治
者，或者说是‘入伙’到统治阶级中去。旧社会有
的穷家子弟上学读书，大学毕了业，当了区长，还
给阎锡山卖土、收税，结果是入了统治集团的伙，
不入伙，就当不了官。和他有关系的人也因为‘一
人成佛，九族升天’，爬上了统治阶级。中状元报
仇，就是这类思想，这种思想还有一种副作用，穷
小子一旦得中，有轿有马，呼奴使婢，洞房花烛。
这对今天中学毕业后，还乡生产的青年学生们，
会起极大的副作用。我们只要从群众角度来看问
题就很容易看清这些问题，也许我们看得狭隘
些。”（《赵树理全集》第 4 卷，北岳文艺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592-593 页）这种批判是相当深刻
的。在甄别中国传统艺术精华与糟粕的基础上，
赵树理要求改造、提高中国的传统艺术，继承与
发扬精华的一面，去掉糟粕的一面，使它日臻完
善，不断提高。可见，赵树理对中国悲剧大团圆结
局的这种肯定绝不是肤浅和狭隘的。

而赵树理对中国悲剧大团圆的这种独特把
握是与他对艺术的社会作用的认识相关的。在赵
树理看来，好人教人学习，让人同情；坏人要使人
恨，或引以为戒。赵树理非常重视戏剧潜移默化
的教育作用，认为“艺术作品是能陶冶人的性情
的，人们看了文艺作品，喜欢或者讨厌了那些人
物，在自己的思想感情、道德品质上起了一些变
化，就渐渐地改变了自己的性情（当然，也不是一
部艺术作品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的，往往是很多
作品加起来的）。”（《赵树理全集》第4卷，北岳文
艺出版社 1990年版，第 345-346页）这可以说是
赵树理把握和批判中国悲剧大团圆的出发点。过
去有人认为这是赵树理“排外自守”。显然，这是
不准确的。

既要懂悲剧 也要懂团圆
□卿建英

赵树理手书毛泽东诗《咏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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